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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逐步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期,如何有效配置创新资源,成为中国新常态

下经济可持续增长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行政垄断视角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行政垄断行业

长期享有政府补贴、信贷资源等隐形补贴和保护,却未将这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创新产出.但在“产权模糊”

“所有者缺位”的影响下,行政垄断行业内部具有“工资溢价”,从而吸引人力资本进入形成人力资本错配.进一步

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推断,行政垄断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比非行政垄断行

业平均高出约０．７１１９.研究结果表明打破行政垄断对于矫正人力资本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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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技术外生的假定下解释了资本和劳动力的长期动态关系,但却无法解释各个

快速增长国家间存在的增长率差异.对此,Jones和Romer通过构建“新卡尔多事实”强调了人力资本

积累所引发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对突破增长减速的决定性作用[１].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自改

革开放以来的近３０年里,中国保持了年均１０％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
迹”.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长回归中高速,如何突破增长减速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

者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完成了快速的扩张和积累① ,但却对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的促进

作用不显著,这也是长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在低水平波动、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２].
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aumol较早地提出了人力资本配置形成增长差距假设,

其放松了熊彼特模型中关于人力资本一定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假定,认为各国之间虽然存在着较大的

人力资本存量差距,但人力资本配置引发的创新水平差异才是增长差距形成的根本性原因[３].

Heish和 Klenow创新性地提出要素错配与 TFP的分析框架,将要素错配定义为由于要素价格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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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 TFP损失[４].根据这一思路,一些学者研究了人力资本错配和 TFP的关系.Vollrath收集

了１４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工资数据,基于 Mincer工资方程估算了人力资本价格扭曲对于经济体

TFP损失的影响,结果显示,若消除人力资本价格扭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将增长５％左右[５].
赖德胜和纪雯雯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三部门配置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利用中国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３０个省市

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市场部门集中的人力资本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政府和垄断

部门的人力资本对创新具有阻碍作用.相对报酬的差异导致人力资本在市场部门和政府(以及垄断

部门)之间的错配,并进一步引起创新规模和效率的差异[６].部分学者针对性地测算了人力资本职业

错配引发的经济后果.李静和楠玉指出在如同中国这类转型期国家中,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培养上

需兼顾市场需求和长远利益两个方面,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所受教育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的问题,他们利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这４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相关数据,发现我国人才市场的供

需错配问题不断恶化,其中,历史学、法学和医学的错配程度最低而工学和管理学最高[７].部分学者

则关注到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错配问题.李世刚和尹恒利用异质性个体的 OLG模型研究发现职位

寻租导致人力资本大量流向政府等非生产性部门,在非货币吸引力较为正常的区域内,职位寻租所导

致的人力资本错配引发了大约１０％~２０％的产出损失[８].纪雯雯和赖德胜构建出“人力资本沉淀系

数”以考察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沉淀状态,研究发现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样本窗口期内,人力资本在部门

间的配置效率低下,主要源于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冗余[９].马颖等则从微观层

面测算了我国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他们基于 Mincer工资方程,利用中国家庭收入研究项

目(CHIP)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公共性

服务业的人力资本供给相对过剩,而第二产业人力资本供给相对短缺,并导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我国

实际总产出分别损失了１．７９％和１．６３％[１０].
上述研究为我们认识我国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提供了一个框架,但研究缺乏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形

成机制、根本性原因探讨.对此,纪雯雯和赖德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相对报

酬差异使得体制内到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呈现逐渐减少的垂直化特征,而国有企业在政府干

预下人力资本的创新绩效较低,这种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过程的共同作用导致社会创新绩效损失[１１].
李静等在全社会信息共享和知识传递的人力资本匹配效应的视角下,发现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人力

资本市场可能会出现失灵,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在技术密集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间的错配,进而切断人

力资本外溢渠道,导致社会整体创新动力不足[１２].部分学者则认为所有制本身是导致人力资本错配

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其短视化现象严重.与非国有企业的经理人

相比,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１３];另一

方面,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非国有企业的工资主要由市场因素

决定,国有企业在产权模糊和所有者缺位等因素的影响下,其工资水平还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因

此,所有制分割决定了国有部门劳动力在教育、人力资本、经验以及技能回报率存在着溢价,这是不同

所有制企业间工资差距大的重要原因[１４].诚然,所有制为理解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错配

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方向,但值得关注的是,既然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偏低,国有企业用以

支付工资溢价的利润从何而来? 本文认为国有产权和政府权力的结合———行政垄断,是导致人力资

本错配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１)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国有企业经理人的目标更

加多元化,创新效率较低;(２)尽管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但行政垄断保证了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行

业壁垒、信贷所有制歧视和政府补贴等渠道享有超额利润,这不仅挤出了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利润,
使得非国有部门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较低,同时还导致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超额利润来支付人力资本溢

价,以确保其人力资本优势.
为了证实以上推断,本文在分析行政垄断影响人力资本错配机制的基础上,对行政垄断与人力资

本错配之间的关系及其内生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相关指标,从行政垄断视角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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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错配的成因;第二,Heish和 Klenow的错配测算框架中以美国

的要素生产弹性为唯一标准[４],忽略了各个国家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本文采用LevinsohnＧPetrin(简
称LP)半参数估计方法对中国１６４个三位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弹性分别进行估算② ,在此基础上计算

人力资本在所有制间的错配程度,尽可能避免了行业特性差异对测算结果带来的影响.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

了本文的实证模型、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时,企业最优产出条件要求各要素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成本相一致.但对于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市场分割、政策扭曲等多种因素下,要素的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往往表现

出不一致,从而产生要素错配.本文认为,行政垄断是引起中国的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出现

错配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
人力资本错配的第一个表现是国有企业面临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人力资本的边际

产出较低.国有企业从其产生之初便面临着产权界定不清、所有者缺位、软预算约束以及政策性负担

等问题,这使得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严重的代理成本,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绩效较差[１５].
改制虽然部分缓解了生产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矛盾,却无法实现创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匹配,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较大.这种固有缺陷使得

国有企业经理人行为短视化现象较为严重,价值目标更加多元化,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增加控制权收

益、在职消费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而对一般经营和创新活动的兴趣较小[１６].与之相对应的是,非
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利润约束则更强(更多受市场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也较高.因此,与非国

有企业相比较,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边际产出也较小.
人力资本错配的第二个表现是国有企业内部出现“租金分享”,形成人力资本优势.这便不得不

考虑中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独特的生存环境———行政垄断.单纯的垄断(自然垄断)是建立在市场竞

争机制下,由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等导致.虽然垄断部门享有超额利润,但也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
而人力资本错配有限.而我国的垄断行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与政府行为相结合的产物,表现出强烈的

行政垄断特征[１７],这主要源于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企业所

需要的生产要素和技术都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相违背的,这类企业在市场竞争

环境下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通过人为压低利率、原材料价格等以降低重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设

置行业壁垒确保其垄断地位提高产品价格[１８]:一方面,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下,行政垄断领域内的

企业从产业分布来看主要分布于生产周期长、投资风险高的行业或者能源、资本和技术较为密集的行

业,这些行业通常与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相违背,其配套设施、人力资本等方面往往都不足以支撑

其进行大规模技术创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或升级的难度本身较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

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产品定价机制,行政垄断企业在市场中无法盈性的问题由隐

性转为显性,即战略性负担[１９],政府为补偿战略性负担所造成的损失给予了相关企业多种形式的隐

性保护和补贴,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企业实际所得的超额利润与承担的战略性负担无法匹

配,在“所有者缺位”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内部出现“租金分享”[２０],最终形成人力资本错配.
综上所述,所有制仅仅可以解释人力资本边际产出较低,却无法解释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优势及

其溢价,而离开了所有制,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所导致的自然垄断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也很有限,
事实上,国有企业与政府权力相结合产生的行政垄断可能是人力资本错配的根本原因:(１)国有企业

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较低;(２)凭借行政垄断特权,我国国有企业获得了非

国有企业所无法匹配的特殊竞争优势,使其可以在创新效率较低和经济效益较差的情况下获得超额

垄断利润,进一步,在产权模糊和所有者缺位等条件下转化为“高工资、高福利”,吸引人力资本进入,
结果导致人力资本错配.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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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行政垄断对人力资本错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垄断特征,能够凭借其行政垄断特权获取超额利润,主要获取的手

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业壁垒.作为政府战略的具体执行者,国有企业从其诞生之初便与地

方政府来往密切,关系错综复杂.改制以来,尽管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

力,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生产决策仍然受到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出于就业、
税收和其他非经济目标的考虑也往往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设置行业壁垒,限制其他企业进入相应的行

业和领域,进一步维持其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２１].二是信贷竞争优势.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仍然是

以银行业为主导,银行的信贷构成了当前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

后,中国的信贷市场仍然是政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共同主导的信贷市场结构.在这种环境下,信
贷市场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即国有企业虽然生产效率低,绩效较差,但仍然可以获得低于市场价格

的廉价信贷资源,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则面临着融资约束.新近的研究文献对于信贷所有制歧视

重新进行了解释:白俊和连立帅认为我国的信贷市场并不存在人为的干预和影响,现阶段我国信贷资

源的配置主要受企业规模、盈利状况等因素决定,当前信贷资源对于国有企业的偏好仍然是由银行信

贷自身的属性和市场因素决定[２２].景麟德等也认为,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主要是由于国有

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具有信息优势,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风险偏好,市场的信息

也更加真实,这导致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决策中具有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形合约收益

更大等特点[２３].但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的自身禀赋优势正是由于其国有身份所决定,并进一步转化

成为信贷资源竞争优势.不仅如此,这种优势不仅使得国有企业的资本规模可以无限制扩大,还在边

际技术替代率为０和人力资本溢价的条件下导致人力资本规模同步提高,从而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人

力资本优势③ .三是政府补贴.地方官员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具有“晋升锦标

赛”特征.在“锦标赛”模式下,相较研发补贴这种总量小、时效性差的补贴方式,地方官员更偏好向大

型国有企业提供税收和出口补贴[２４].在政府补贴的保护下,相对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信贷风险

更小,金融机构也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这同样确保了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进一步加剧

了人力资本错配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２:行政垄断通过行业壁垒、政府补贴和信贷偏好三个方面提高了人力资本错配程度.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行政垄断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作用和影响机制,回归方程如

式(１)和式(２)所示:

TFPlos_Hst＝α０＋α１statest＋α２monst＋α３nXn,st＋εs＋λt (１)
式(１)中,s表示第s个行业,t表示第t年,TFPlos_H 表示所有制间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state

表示国有成分比重,mon表示是否属于行政垄断行业(是＝１),Xn 为第n个控制变量,ε和λ分别为

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若α２＞０,且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则假设１得证.

TFPlos_Hst＝β０＋β１nspron,st∗monst＋β２nspron,st＋β３monst＋α３nXn,st＋εs＋λt (２)
式(２)中,spron 表示行政垄断行业的第n个超额利润来源,包括行业壁垒、政府补贴和信贷偏好

三个方面,若β１n＞０,且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则假设２得证.
(二)变量选取

本文回归中所涉及变量主要有:

１．人力资本错配程度(TFPlos_H).本文在Brandt等 的研究基础上[２５],测算中国１６４个三位数

行业内所有制间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首先,将企业生产函数拓展为:Ysij＝TFPsijKαs
sijLβs

sijHγs
sij.其中,

s表示第s个行业,i表示第i个部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j表示第j个企业,Ysij、TFPsij和 Ksij分

别表示企业的真实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利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衡量).Lsij和 Hsij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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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表示无技能劳动力规模(利用年平均职工人数衡量)和人力资本,衡量了企业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

力质量,αs、βs 和γs 为对应要素的生产弹性;其次,采用LP方法估算各行业的生产弹性αs、βs 和γs
④ ,

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以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作为自由变量,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作为资本变

量,中间品投入作为代理变量进行估算;再次,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τh
sij＝

γsYnor
sij

whHsij
∝

γsYnor
sij

Hsij
,其中,τh

sij表示人力资本价格扭曲程度,Ynor
sij 表示企业名义产出,wh 表示人力资本价格;最后,与

Heish和Klenow以及Brandt等的做法一致[４][２５],将人力资本错配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当存在

人力资本价格扭曲τh
sij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为TFPs;当不存在要素错配的情况时(τh

sij＝１),行业全要素

生产率达到最优TFP∗
s ,则各行业内所有制间的人力资本错配可表达为:TFPloss＝TFP∗

s/TFPs－１⑤ .

２．人力资本存量(hij).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没有完整地提供有关企业人力资本的信息(仅有

２００４年数据具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关信息).本文借鉴 Mabee提出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用劳动

者所获得的实际工资除以基本工资表示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２６].具体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２００４年度数据估算工业行业的 Mincer工资方程,为尽可能避免由于行业、地区等经济环境的异质

性对基本工资和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方程中对行业和地区特征进行了控制.参照巫强和葛玉好对工

资方程的设定方法[２７],建立如下工资方程⑥ :

Ave_wagesij＝α０＋α１edusij＋βnXn,sij＋γnXn,sij∗edusij＋λj＋εij (３)
式(３)中,s表示第s个省市,i表示第i个企业,j表示第j个行业,α为截距项,可认为是企业的最

低工资保障,Ave_wage表示企业平均工资,edu表示企业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⑦ ,Xn,sij为控制变量⑧ ,

λj 为行业固定效应,ε表示残差项.另外,考虑到控制变量也可能会影响到教育收益率,因此,本文在

工资方程中引入了企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则企业基本工资为:Basic_

wage＝α０＋βnXn,sij＋λj＋εij.据此可计算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hij＝Ave_wageij/Basic_wageij.

３．行政垄断(mon).目前,关于行政垄断的衡量方法中使用率较高的主要包括国有经济比重衡

量法和指标体系法[２８][２９].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衡量法过于单一,无法反映政府行为和市场环境的影

响,而指标体系的量化结果易受到指标选取的主观性影响,鉴于此,本文借鉴聂海峰和岳希明、陈林对

行政垄断的量化方法[３０][３１],在行政垄断企业主要分布在控制国有经济命脉的基本前提下,将行政垄

断视为一个只具有“是”和“否”两个状态的取值空间.最终选取了３５个行政垄断行业,用 mon表示,
当 mon＝１时为行政垄断行业,反之为非行政垄断行业.

４．行业壁垒(hhi).行业壁垒是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辖区企业受到外来企业竞争影响所采取的一

种干预措施,往往通过对外地竞争性企业征收高昂的税收、设置行政性壁垒等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
本质上是由于辖区内企业效率低下,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不具有自生能力.本文以赫芬达尔指数 HHI
衡量行业的竞争程度或进入壁垒,该指数越高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进入壁垒越大:

HHIijt＝∑Mjt
i＝１(incomeijt/∑Mjt

ijtincomeijt)２ (４)
式(４)中,j表示第j个行业,t表示第t年,i代表第i个企业,M 表示行业内企业个数,income为

产品销售收入,incomeijt/∑Mjt
ijtincomeijt表示第t年第j个行业的第i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有率.

５．信贷偏好(fin).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信贷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和利

率歧视是导致人力资本错配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采用行业利息费用支出占总负债的比重衡量该

行业企业信贷利率水平,利用负债占增加值的比重衡量该行业企业的信贷资源获取水平,并采用信贷

资源获取水平与信贷利率水平的比值来衡量金融机构信贷服务对该行业企业的偏好程度.

６．政府补贴(gov).刘瑞明和石磊认为,政府补贴在保护低生产效率企业的同时,挤占了生产效

率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的资源,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１５].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各企

业的财政补贴加总,得到各行业的财政补贴总额,以补贴收入占行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该行业对补

贴收入的依赖程度.该指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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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控制变量.包括行业资产收益率(行业利润除以行业资产规模,roa)、行业规模(行业总资产规

模的对数,scale)和行业企业平均年龄(行业内企业的平均年龄,age).上述指标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计算得到.
(三)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使用的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⑨ .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包括全部国

有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大于５００万元的民营工业企业,覆盖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本文测算用到的

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年度应付工资总额、年平均职工人

数、注册类型、行业编码、县市编码等.在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人力资本测算前,需对数据进行以

下处理:(１)为消除２００３年国家统计局对四位数行业代码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行业

代码进行调整,并选取三位数行业代码对各年企业样本进行分类和匹配;(２)以１９９１年为基期,利用

CPI对企业年度应付工资总额进行平减,利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对中间品投入进行平

减,利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进行平减;(３)参照 Cai和 Liu的处理方

法[３２],剔除样本中的异常值:删除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固定资产净值

年平均余额、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全年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计为负的样本;删除年

平均从业人员人数８以下的样本;删除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小于资产总计、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

余额小于资产总计、全年营业收入小于主营业务收入的样本;(４)剔除企业 TFP前后０．５％企业,最终

保留约１７４万个样本,涉及约５６万个企业,１６４个行业,并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将其分为国有企业

和非国有企业.
表１为各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行政垄断行业在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错配程

度、行业壁垒、信贷偏好、政府补贴、行业规模、行业企业平均年龄方面都要高于非行政垄断行业,尤其

是政府补贴和信贷偏好,要远高于非行政垄断行业,但行政垄断行业的资产收益率却与非行政垄断行

业存在较大差距,这同样反映出我国社会生产资源存在着较严重的错配问题.
　表１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符号 样本量

总样本

均值 方差

行政垄断行业

均值 方差

非行政垄断行业

均值 方差

人力资本存量(万) hij １７４ １．２４４ ０．８３１ １．３５３ １．０２２ １．２２２ ０．７８８
人力资本错配 TFPlos_H １４７６ ０．３２１ ０．０４１ ０．３７０ ０．０９１ ０．３３２ ０．０５２
行政垄断 mon １４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３ ０．１６８
行业壁垒 hhi １４７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
信贷偏好 fin １４７６ １１５ ６８０１ ２０８ ３１１８４ １３５ １３４２９
政府补贴 gov １４７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行业资产收益率 roa １４７６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７
行业规模 scale １４７６ １５．２４３ ２．１４１ １６．５０２ １．７７７ １５．５１２ ２．３２９
行业企业平均年龄 age １４７６ １１．０５８ １９．０７９ １４．１２５ ３６．３２３ １１．７１３ ２４．３１７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测算结果

本文首先计算了人力资本(所有制)错配,表２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各年度要素错配的计算结果(行
业均值).通过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如果各生产要素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间实现有效配置,行业

TFP将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提升１００．１４％和７４．３７％;如果仅仅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

实现有效配置,行业 TFP将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提升３６．６７％和２９．５１％,说明与物质资本错配

(TFPlos_K)和劳动力错配(TFPlos_L)相比较,人力资本错配的程度更为严重.从时间趋势来看,

１９９８年以来,总体资源错配和各生产要素错配程度逐年下降(与１９９８年相比较,２００７年总体资源错

配程度下降了３４．６５％,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错配分别下降了１３．８８％、３５．９２％和２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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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截面趋势来看,对比行政垄断和非行政垄断行业样本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１９９８年以来行业人力

资本配置优化主要由非行政垄断行业引起(与１９９８年相比较,２００７年人力资本错配下降２９􀆰８９％),
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人力资本错配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相比较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７年人力资本错配下降

８􀆰６２％).除此之外,两类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差异正在不断加大(在１９９８年,相对于非行政垄

断行业,行政垄断行业仅高出１１．２３％,而２００７年则达到３３．０１％),表明对于整个工业行业来说,行政

垄断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更严重.
　表２ 各年度资源错配测算结果(行业均值)

年份
总样本

TFPlos TFPlos_K TFPlos_L TFPlos_H

非行政垄断行业

TFPlos_H

行政垄断行业

TFPlos_H
１９９８ １．００１４ ０．１５３４ ０．１８２４ ０．３６６７ ０．３５８１ ０．３９８３
１９９９ ０．９８００ ０．１５８８ ０．１７３１ ０．３４６５ ０．３４１２ ０．３６５７
２０００ ０．９４３３ ０．１５７６ ０．１６４０ ０．３５１１ ０．３３７３ ０．４０２１
２００１ ０．９２７３ ０．１６５９ ０．１５４６ ０．３４０９ ０．３３３８ ０．３６７０
２００２ ０．８８１０ ０．１５２０ ０．１４９１ ０．３３６０ ０．３３１４ ０．３５３２
２００３ ０．８６８４ ０．１５０６ ０．１４９１ ０．３２４６ ０．３１６８ ０．３５３５
２００５ ０．８１３４ ０．１４１６ ０．１４２０ ０．３１９０ ０．３０５９ ０．３６７４
２００６ ０．７８６９ ０．１３５７ ０．１４１６ ０．３０６０ ０．２９２７ ０．３５４９
２００７ ０．７４３７ ０．１３４７ ０．１３４２ ０．２９５１ ０．２７５７ ０．３６６７

(二)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检验

在计算出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行业的错配程度(TFPlos_H)后,我们便可以利用式(１)对行政

垄断与人力资本错配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根据表３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核心变

量的估计系数在引入控制变量前后基本一致,说明模型的结果可信度是较高的.具体的回归结果中,
国有成分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行政垄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以第(６)列的回归结果为准),行政垄

断行业中所有制间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平均比非行政垄断行业高出约０．７１１９,说明行政垄断是不同

所有制间人力资本错配形成的根本原因,假设１得证.
　表３ 行政垄断对所有制差异产生的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state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２９４
(０．４９０３) (－０．３９８７) (０．４９) (０．６７)

mon
０．７１１４∗∗∗ ０．５６９８∗∗∗ ０．７０４９∗∗∗ ０．７１１９∗∗∗

(１３．５５０４) (８．１５９９) (１３．００) (１３．１３)

截距项
１．１４１２∗∗∗ ０．６９２２∗∗∗ ０．４３９５∗∗∗ ０．１２５８ ０．４３６３∗∗∗ ０．４７０９∗∗∗

(２６．５５２８) (４．２７９４) (１１．５６０７) (１．０７２３) (１１．３０) (１１．５１)

观测值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R２ ０．７８９７ ０．７９１９ ０．７８９７ ０．７９１９ ０．７８９７ ０．７９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检验值.下表同.

进一步,我们还尝试对行政垄断影响人力资本错配的机制进行检验.具体的做法是分别引入行

政垄断(mon)与行业壁垒(hhi)、政府补贴(gov)和信贷优势(fin)的交互项,检验行政垄断对人力资本

错配的影响路径,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具体的回归结果中,模型的稳健性和拟合优度均较高.hhi、

gov和fin的估计系数反映了其对非行政垄断行业(mon＝０)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作用,交互项(mon
∗hhi、mon∗gov和 mon∗fin)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其对于行政垄断行业(mon＝１)人力资本错配的影

响,具体来说:hh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 mon∗hhi的回归系数却不显著,说明行业壁垒对行业人

力资本错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行政垄断和非行政垄断行业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gov和fin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主要是因为当前非行政垄断行业企业创新资源匮乏,且面临着“融资难、融资

贵”等困境,政府补贴和信贷资源有利于这些行业获取创新资源和条件,降低行业内的人力资本错配;

mon∗gov和 mon∗fi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和信贷偏好是引起行政垄断行业内部

人力资本错配程度较高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在于在无法实现创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匹配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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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企业面临着创新效率损失.不仅如此,其还将获取的政府补贴和信贷资源转换为

超额利润,并在“所有权虚置”和“内部人控制”等条件下转化为工资溢价,形成人力资本优势,从而与

非行政垄断行业企业在人力资本规模上拉开了差距,造成人力资本错配,即行政垄断通过政府补贴和

信贷(所有制)偏好加剧了人力资本错配,第二个研究假设得证.
　表４ 行政垄断对人力资本错配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mon∗hhi
－０．２２７２ －０．１６８５

(－０．４３９８) (－０．３２７０)

mon∗gov
０．９９６０∗∗ １．０８７８∗∗

(２．１０１５) (２．２８８７)

mon∗fin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１．９３２７) (２．０８５４)

mon
０．７１８１∗∗∗ ０．５７５８∗∗∗ ０．６９４４∗∗∗ ０．５５６２∗∗∗ ０．６９８８∗∗∗ ０．５４６４∗∗∗

(１３．５９１４) (８．２３４６) (１２．９７０３) (７．９０６０) (１３．０６３４) (７．７０７９)

hhi
０．２４２３∗∗ ０．３０１９∗∗

(２．０２３１) (２．４９１８)

gov
－０．８２０５∗∗ －１．００７５∗∗

(－１．９７９３) (－２．３８７７)

fin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３．１２８５) (－３．４０２０)

截距项
０．４３２１∗∗∗ ０．１１９５ ０．４４９６∗∗∗ ０．１４９６ ０．４５５５∗∗∗ ０．１２８０
(１１．３２３０) (１．０２０１) (１１．７２４５) (１．２７２５) (１１．９０６９) (１．０９４９)

观测值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R２ ０．７９０３ ０．７９２９ ０．７９０４ ０．７９２８ ０．７９１３ ０．７９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三)关于垄断异质性的讨论

自然垄断企业具有规模经济和正向的外溢性,其不仅矫正了市场失灵(外溢性)所导致的人力资

本价格“低估”,还可以促进相关行业的绩效和TFP提升.因此,政府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支持和补

　表５ 区分垄断性质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mon１
０．３３３８∗∗∗ ０．１６４７ ０．２６５７∗∗∗ ０．４１７４∗∗∗

(６．３５３７) (１．４７８３) (３．０９８１) (４．２８１４)

mon２
１．０１０８∗∗∗ １．０１３５∗∗∗ ０．９０６２∗∗∗ ０．９４４０∗∗∗

(１９．１３４０) (１９．２１３７) (１３．１３２５) (１６．４８６４)

mon１∗hhi
６．１９７３∗
(１．６９４１)

mon１∗gov
０．６８１７∗∗

(２．４００８)

mon１∗fin
０．０００１
(０．７８５２)

mon２∗hhi
－０．３１０７

(－０．５９３０)

mon２∗gov
１．３９８４∗∗

(２．３４８９)

mon２∗fin
０．０００２∗∗

(２．１７５４)

截距项
０．１３０４∗∗∗ ０．１３７３∗∗∗ ０．２１６９∗∗∗ ０．２０６１∗∗∗

(２．８３９１) (３．６０７２) (３．８６０４) (４．７９３５)

观测值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１４７６
R２ ０．７８９７ ０．７９０８ ０．７９０６ ０．７９１７
交互项单向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贴便显得尤为必要,其所产生的人力资本错配和

TFP损失也较小.因此,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主

要检验自然垄断行业政府干预及其相关手段对

于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
事实上,即使是依靠规模优势形成的自然垄

断企业也无法避免行政干预和垄断特权,严格的

区分行政垄断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是较为困难

的,故一个可行的思路便是根据行业特性和一般

性认识进行分类.参照陈林的研究结论[３１]并结

合样本有效性,本文选取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热
力生产和供应、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这４个三位数

行业作为自然垄断代表性行业􀃊􀁉􀁒 ,用 mon１表

示,其余行政性垄断行业用 mon２表示.重复表

３和表４的估计步骤,具体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中,第(１)列为自然垄断代表性行业对

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第(２)~(４)列为进一步的

机制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估计系数与表３
和表４的方向几乎一致,但自然垄断代表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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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力资本错配的估计系数要小于其余行政垄断行业,说明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中,政府的干预也同

样导致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错配,但由于规模经济和外溢性等因素的存在,其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要

小于单纯的行政垄断行业,说明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行政垄断影响人力资本(所有制)错配的内生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１)行政垄断是人力资本错配产生的

重要原因,行政垄断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比非行政垄断行业平均高出约０．７１１９;(２)行政垄断行

业内企业本身在市场环境中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在政府保护下维持生存,且生产和创新效率较低.
政府通过信贷资源(所有制)偏向和政府补贴等方式将资源向行政垄断企业过度配置,并在“所有者缺

位”的条件下实现了超额利润的分享,形成工资溢价和人力资本优势,最终造成人力资本错配.上述

结论表明,打破行政垄断对于矫正人力资本错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参考建议:
第一,降低行业壁垒,优化信贷和补贴资源配置.对于行政垄断行业而言,由于其大多为承担着

重要的战略性负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行业内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没有自生能力,盈利能力较差,
需依靠政府补贴和偏向性强的信贷资源配置来获取超额利润,这导致国有垄断部门人力资本的创新

效率较差.因此,降低垄断行业壁垒,实现信贷和补贴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有助于扭转资源的错配,
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还有助于提高垄断部门的创新动力.

第二,改善垄断部门的公司治理结构,消除工资溢价.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垄断部门依靠行

业壁垒、偏向性的信贷和补贴资源获得超额利润,并在所有者缺位等条件下转化为工资溢价,是垄断

部门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重要原因.从性质上来说,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理应归全体国民

所有,那么垄断领域内的国有企业改革应把重点放在优化垄断利润分配的合理性上,具体可结合企业

政府补贴、信贷获取规模和盈利水平等实际情况,合理提升行政垄断行业企业的纳税比例,对垄断部

门的超额利润进行重新分配.这样便可以消除工资溢价,缓解垄断部门人力资本的盲目扩张,并最终

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从而更好地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注释:

①根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２０１７)»的调查结果:截至２０１５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已经达到１７４７．１万亿元.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间,
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３１．９岁上升到３５．９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从６．２年上升到１０．１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
１３．５％上升到３７．２％,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１．５％上升到了１６．４％.自１９９９年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来,１６年间具有高
等教育水平的人口增加数量超过５０００万人,相当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人口的总和.总而言之,人力资本
规模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增长.

②现有有关人力资本错配的讨论都是在规模报酬不变这个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本文则放宽了这个假定,并根据实际数
据的计算结果(由LP方法)确定规模报酬性质.

③吴延兵认为,由于无法实现创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匹配,国有企业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长期为０[１３].
④相对于 OP法,LevinsohnＧPetrin(简称LP)半参数估计方法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代理变量有效性方面更具有优势.
⑤限于篇幅,具体测算过程在此省略报告,如有兴趣请向作者索取.
⑥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利用分层贝叶斯模型重新估计了各行业的工资方程(以行业为组,通过识别组间方差得到

各行业工资方程的回归系数),并在此基础上核算各企业的基本工资和人力资本存量,结果同样说明国有企业具有人力资本优势,证
明了本文估算结果的准确性,但鉴于篇幅所限,结果不再单独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这里将劳动力所具有的不同学历处理为定距变量,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６,高中学历＝９,大专学历＝１５,大学本科学历＝
１６,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１９.

⑧包括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企业规模、是否是国有绝对控股、是否是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所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是否
处于中部地区、是否处于西部地区.

⑨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就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差(幸存者偏差)”问题.我们在回归中使用的
数据是工业企业三位数行业层面的加总数据(包括人力资本错配),样本选择偏差对于本文的结果影响较小,其原因在于:第一,相比
较规模以上企业,小规模企业对整个行业的影响较小;第二,小规模企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弱,对整个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影响很
有限,加以本文剔除了企业 TFP前后０．５％数据,进一步减小了样本选择偏差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第三,根据本文统计２００４年数
据不包含“工业总产值”,因而在下文测算中剔除了该年度数据.

􀃊􀁉􀁒这４个行业仍然包含在上文所界定的行政垄断行业中,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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